
 
DOI: 10.16538/j.cnki.fem.20230302.402

创新架构模块化对科创企业双元创新协同性的
影响研究

王象路,  罗瑾琏,  张    超
（同济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 200092）

摘　要： 由于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是两种不可或缺但又截然不同的创新活动，科创

企业时常面临难以兼顾两类创新活动的困境，而如何设计创新架构以实现双元创新协同性成

为当前组织管理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以340家科创企业为调研对象，基于知识管理视角探讨

创新架构模块化对双元创新协同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创新架构模块化能够

有效提升科创企业双元创新协同性；创新架构模块化分别通过促进内外部学习平衡、增强知识

场活性而提升科创企业双元创新协同性；进一步地，创新架构模块化能够通过促进内外部学习

平衡而增强知识场活性，进而提升科创企业双元创新协同性。本文研究结论不仅从知识管理视

角对创新架构研究予以有效补充，也对实践中科创企业通过创新架构的模块化设计以提升双

元创新绩效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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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科创企业是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自主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在实现中国科技自主、培育新兴产业

与激活新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科创企业以创新驱动为典型特征，探索式创新与利

用式创新是科创企业两种不可或缺的创新方式（Lin和Patel，2019；罗瑾琏等，2021）。但由于两

类创新活动存在对抗性资源争夺和权衡取舍关系（罗瑾琏等，2018；李瑞雪等，2022），科创企业

时常会面临如何兼顾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即双元创新协同性的问题。

从管理实践来看，众多科创企业通过设计特定的创新架构以促成双元创新的有序并行，如

收稿日期：2022-11-2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072128，71772138）

作者简介：王象路（1996—），男，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罗瑾琏（1962—），女，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　超（1996—），男，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15559822765@163.com）。

 
第 45 卷 第 11 期 外国经济与管理 Vol. 45 No. 11
2023 年 11 月 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Nov.  2023

 

创新架构模块化对科创企业双元创新协同性的影响研究
35



华为在创业时期建立了由中央研究部、产品战略研究规划办公室和中试部组成的创新架构（张

娜娜和梅亮，2021）；美国能源部下的先进能源研究计划署（ARPA-E）设计了聚焦于基础技术

突破的能源创新中心和聚焦商用技术转化的应用能源部（Moniz，2012）；人工智能企业

DeepMind则通过构建多中心、网络化创新架构而实现多领域技术突破（刘鑫怡等，2022）。理论

上，创新架构是企业研发系统中各个单元的构成形式以及单元间连接方式的总和（Argyres和
Silverman，2004；Jacobides等，2018）。现有研究对于创新架构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模块化属性

（Jacobides等，2018）、与产品架构的“镜像原则”（Querbes和Frenken，2018）以及结构双元性（O’
Reilly和Tushman，2013）等方面，尤其在数字时代背景下，众多企业积极地嵌入由数字技术催

生的创新生态系统以寻求多元创新知识，这一发展趋势也驱动创新架构发生模块化变革

（Magnusson和Pasche，2014；郑帅和王海军，2022），为此部分学者指出需要加强对创新架构模

块化设计逻辑的探讨（Jacobides等，2018）。然而，有关创新架构模块化对双元创新协同性影响

的研究迄今仍相对薄弱，且有限研究并未取得一致性结论：一类观点基于Simon（1962）提出的

“近可分解性”思想，认为创新架构的模块化设计不仅推动研发系统形成功能独立且自主运行

的子单元以分别开展不同创新活动，而且能够根据预先确定的交互界面实现跨单元知识交流

与协调行动，由此实现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有序并行乃至相互促进（Lampón等，2017；
Albert，2018）。另一类观点则以Arora等（2014）为代表，认为创新架构模块化将探索式创新与利

用式创新指向相反方向，这一设计逻辑将造成两类创新活动的协调过程更加复杂，并且可能强

化研发系统的路径依赖，进而抑制超越增量变化的创新（Gärtner和Schön，2016）。综上所述，现

有研究公认创新架构模块化对双元创新协同性具有重要影响，但对其影响效应存在观点分歧，

并且对二者间作用机制的阐释尚不充分。

进一步地，学者基于知识管理理论，指出模块化实质是对知识要素的分割与组合（Tiwana，
2008；王鹏程等，2021），因此创新架构模块化将影响企业知识获取、整合与利用的过程

（Klessova等，2020）。基于该理论视角，本文引入内外部学习平衡与知识场活性作为中介变量，

以此揭示创新架构模块化对双元创新协同性的影响机制。一方面，双元创新协同性依赖于不同

知识势能与知识节点的交替转化，后者则需要企业在以知识整合、优化为典型的内部学习和以

知识探索、吸收为典型的外部学习达到平衡状态（李树文等，2019）。而创新架构作为保障企业

研发系统及人员进行学习的基本机制（Martínez-León和Martínez-García，2011；陈国权和刘薇，

2017），其模块化设计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各个学习主体之间沟通、协调的过程，进而对双元创

新协同性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企业创新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聚合企业内外创新知识，形成多

个知识主体间相互作用的“知识场”（Nonaka，1994；姜骞等，2017）。而知识场活性作为具有辐射

范围和影响力的知识媒介物质总和，能够体现企业内部知识场的活跃度与开放度（金珺等，

2020）。由于创新活动是在特定知识场内开展的（甘静娴和戚湧，2018），因此创新架构模块化对

双元创新协同性的影响也应取决于知识场活性。值得注意的是，内外部学习平衡为企业创新活

动提供重要知识资源，并能够以协同效应促进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相互转化（李树文等，

2019），因此内外学习平衡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知识场活性。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从知识管理视角出发，引入内外部学习平衡与知识场活性作为中介变

量，构建“创新架构模块化—内外部学习平衡—知识场活性—双元创新协同性”的链式中介模

型并进行实证检验，从而揭示创新架构模块化对双元创新协同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本

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首先，将创新架构纳入企业双元创新的研究框架，探讨了创新架构模

块化对科创企业双元创新协同性的影响效应，这不仅延伸了创新管理研究的理论边界，也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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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创新架构研究向深度情境化方向发展。其次，从知识管理这一理论视角阐释了创新架构模块

化影响双元创新协同性的作用机理，深化了对创新架构模块化的理论认识。最后，通过内外部

学习平衡、知识场活性在创新架构模块化与双元创新协同性之间搭建起逻辑桥梁，有助于打开

创新架构影响双元创新的机制“黑箱”。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创新架构模块化与双元创新协同性

组织双元理论指出企业需要兼顾“探索”与“利用”两类创新活动（Lin和Patel，2019；罗瑾琏

等，2021），但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在组织资源、能力等方面并不相容，前者需要脱离原有

技术轨迹，寻求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后者则依靠既定知识框架，利用已有知识形成创新路径，因

此科创企业普遍面临如何实现双元创新协同性的问题，难以在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间达

成平衡与互补状态（罗瑾琏等，2018；李瑞雪等，2022）。
部分学者指出，创新架构的有效设计是推动双元创新有序并行的关键途径（Argyres和

Silverman，2004；O’Reilly和Tushman，2013）。作为决定企业研发系统构成与运行的设计逻辑，

创新架构能够通过研发权力配置、研发资源分配以及内外知识整合等方式影响创新活动（于茂

荐，2021）。随着组织创新的复杂性与系统性的不断提高，部分学者将模块化思想引入创新架构

的设计规则（Jacobides等，2018；Klessova等，2020）。模块化源于对复杂系统管理问题的解答，

Simon（1962）认为复杂系统可以依据“近可分解性”思想，围绕技术、产品或特定功能而被分解

为若干独立运作的松耦合或去耦合单元，并通过增加单元内部联结强度、减少单元之间联结强

度以实现系统信息压缩以及复杂性消解（王凤彬等，2019）。基于这一思想，本文将创新架构模

块化定义为将研发系统分解为聚焦不同创新活动的独立子单元，并基于标准化接口进行动态

整合的架构设计规则。

从知识管理视角来看，创新架构模块化本质是对研发系统中的知识要素进行分割与组合，

并通过不同创新单元的专业化分工和互补性协作而推动创新活动的有序运行（Tiwana，2008；
王鹏程等，2021）。基于此，创新架构的模块化设计能够通过“模块化解构”与“模块化集结”，推
动科创企业达到双元创新协同性（Jacobides等，2018；王凤彬等，2019）。首先，创新架构的“模块

化解构”将为科创企业研发系统带来平衡性优势。创新架构模块化将复杂嵌套的研发系统分解

为松耦合系统，每个子单元内部均具有开展特定创新活动的完整结构，能够作为半自律子系统

在相对独立情境下专注于完成某项创新任务，而不会受到其他子单元或系统组件的影响（郑帅

和王海军，2021）。因此创新架构模块化显著提升了科创企业对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的“兼
容性”，极大地降低了两类创新活动之间的相互干扰（龙勇和汪谷腾，2018）。

其次，创新架构的“模块化集结”能够为科创企业研发系统带来互补性优势。模块化创新架

构中的子单元既非处于无耦合离散状态，也区别于集成化状态，是体现为单元独立性与架构整

体性辩证统一的松散耦合形式（王凤彬等，2019）。一方面，创新架构模块化包含预先确定的交

互界面，这一界面设置不仅将实现知识流与资源流在研发系统全局和子单元之间的快速交互

（Argyres和Silverman，2004），也能够推动各个子单元在边界上产生的公共知识并汇聚成庞大

知识库，进而为科创企业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提供必需的异质性知识资源（Lampón等，

2017）。另一方面，创新架构模块化实现了科创企业研发系统的整体简化。创新架构模块化通过

子单元之间的标准接口显示必要信息，隐藏与创新活动无关的单元内部信息，由此实现研发系

统内部信息对不同子单元的“可见度”管理，减少子单元在边界上的交易费用并降低研发系统

 

创新架构模块化对科创企业双元创新协同性的影响研究

37



整体的管理难度（Albert，2018；王鹏程等，2021）。即使研发系统的复杂度进一步提高，也不会

显著增加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之间的整合难度，从而大幅提升科创企业探索式创新与利

用式创新效率（Klessova等，2020）。综合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创新架构模块化将提升科创企业双元创新协同性。

（二）内外部学习平衡的中介作用

内外部学习平衡是指组织在内部学习（Internal learning）与外部学习（External learning）的
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相对匹配与协同的学习状态（李树文和罗瑾琏，2022）。根据知识管理观点，

组织创新任务的完成高度依赖于以知识资源整合、优化与升级为典型的内部学习，以及以知识

资源探索、重构与吸收为典型的外部学习（Alegre和Chiva，2008）。但作为具有相反张力且相互

关联的学习活动，内部学习与外部学习对组织资源需求存在竞争关系，如何对二者进行平衡显

得尤为重要（Linder和Sperber，2019）。
根据陈国权和刘薇（2017）的研究，组织架构将影响组织学习过程中各个主体间的互动和

沟通，并决定了内外部学习的知识流动（Martínez-León和Martínez-García，2011）。基于此，本文

推断创新架构模块化将对内外部学习平衡产生影响。一方面，创新架构将通过“模块化解构”推
动不同子单元独立开展内外部学习。创新架构模块化为各个子单元提供相对自主的知识空间，

这一分离机制有助于不同子单元依据自身创新活动特点进行相应组织学习，并不会被另一类

学习活动的竞争性需求所干扰（梁阜等，2021）。例如聚焦探索式创新的子单元通过外部学习以

攫取外部前沿知识，在对知识搜索、创造、变异的过程中拓宽组织知识边界；聚焦利用式创新的

子单元通过内部学习以整合现有知识，在对知识复制、提炼、扩散的过程中实现组织知识重新

组合（López-Sáez等，2010；李树文等，2019）。另一方面，创新架构将通过“模块化集结”实现不

同子单元内外部学习的互补效应。创新架构模块化不仅有助于各个子单元进行差异化学习活

动，也能够在管理者的协调下通过交互界面实现子单元之间的知识交流（Su等，2011），这一整

合机制推动外部学习的探索性知识与内部学习的利用性知识相互促进，为组织双元创新提

供来自不同方面的知识动力，降低仅依靠内部学习或外部学习而产生的认知偏差（梁阜等，

2021）。
既有研究指出，企业创新源于对现有知识的整合与优化，并通过隐性知识外显化或显性知

识社会化过程，将获取的知识应用于创新活动之中（李树文和罗瑾琏，2022）。在内外部学习平

衡的条件下，科创企业将建立内部学习与外部学习两条知识获取路径。内部学习通过组织现有

知识基础的深化以及重新整合，在组织结构重塑与支持性情境培育中推动企业现有技术、产品

优化升级，从而在“红海”市场中实现利用式创新（梁阜等，2021）；外部学习通过跨边界互动以

攫取和探索前沿知识，通过扩大知识库为企业识别新机会、开发新产品与开拓新市场等，从而

在“蓝海”市场中推进利用式创新（陈国权和刘薇，2017）。因此，本文认为科创企业通过创新架

构模块化兼顾具有相反张力的内外部学习过程，从而实现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之间的协

同效应。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创新架构模块化通过促进内外部学习平衡而提升科创企业双元创新协同性。

（三）知识场活性的中介作用

知识场是指知识在转移、分享、利用和创造过程中产生的理论空间（Nonaka和Takeuchi，
1996；金珺等，2020）。Nonaka（1994）在SECI模型中指出，企业创新是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相互

转化的结果，而知识场是知识流动与转化的媒介。在创新的知识转化逻辑基础上，有学者发现

知识场活性不仅与创新参与主体之间的知识流强弱有关，还会受到场内创新参与主体空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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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影响（甘静娴和戚湧，2018）。鉴于创新架构模块化将企业研发系统分为各个知识资源异质

的子单元，这一架构设计将促进不同单元的内部知识利用以及单元之间的知识交互，由此提升

企业内部知识场活性（Bratianu等，2021）。一方面，创新架构的“模块化解构”将激发各个子单元

内部的知识利用。创新架构模块化能够依据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活动特点形成特定子单

元，能够充分发挥知识聚合作用。各个子单元通过对领域内知识进行深入挖掘与利用将促进知

识流的产生，推动领域内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交替转换，进而激发场内知识流动（甘静娴和

戚湧，2018）。另一方面，创新架构的“模块化集结”将激发子单元之间的知识交互。创新架构模

块化通过预先确定的交互界面推动子单元间知识流动，不同子单元之间异质性知识元素的碰

撞则有助于形成新的知识，尤其有助于产生难以模仿的隐性知识，从而有效提升知识场活性（Bratianu
等，2021）。

从资源基础观出发，组织是系列独特资源的聚合体，而异质性知识资源是决定创新实现与

否的关键因素（Barney，1991）。知识场活性强调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在相互转化中形成异质性

知识，这为双元创新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基础。进一步地，根据Nonaka和Takeuchi（1996）的
SECI模型，知识场内创新主体将隐性知识显性化后，通常会通过专利申请、产品开发等方式转

化为实际创新产出（金珺等，2020）。这表明知识场活性增强会带动知识显性化过程，当创新架

构具有强知识场时更容易在知识互动的过程中形成异质性知识资源以同时促进探索式创新与

利用式创新（Yao等，2020）。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3：创新架构模块化通过增强知识场活性而提升科创企业双元创新协同性。

（四）内外部学习平衡与知识场活性的链式中介作用

知识管理理论认为，企业创新实质是根据自身知识基础搜索和获取外部知识，并通过内外

部知识整合以形成创新成果的过程（Nonaka，1994；于飞等，2021）。综合前文分析，创新架构模

块化作为知识在子单元之间的可见性分配，通过“模块化解构”与“模块化集结”推动组织内外

部学习平衡，与此同时实现内部知识整合与外部知识获取。进一步地，内外部学习平衡在帮助

企业加深对自身基础理解的同时，也为企业带来了异质性资源，进而通过内外知识资源碰撞激

发知识场内的知识流动，提高研发系统内部的知识场活性（Bratianu等，2021）。在知识场活性较

高的情境下，研发系统中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交替转换进程加快，为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

新达成协同性提供了必要知识资源（金珺等，2020）。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4：创新架构模块化通过促进内外部学习平衡，进而增强知识场活性以提升科创企业双

元创新协同性。

综上，本文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创新架构
模块化

内外学习平衡

知识场活性

双元创新
协同性

图 1    理论模型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调查

本文通过电子问卷和现场收集方式获取研究数据，线上通过问卷星、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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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线下通过社会关系以及高校MBA/EMBA班现场收集。调研对象主要为北京、上海、

湖北、辽宁、陕西、四川等地区的科创企业中高层管理者、研发部门负责人或资深研发人员。本

次调研共发放问卷536份，为了确保企业具有相对健全的创新架构和较高创新能力，回收问卷

按以下原则进行筛选：（1）企业规模须在25人以上。（2）企业须在技术研发领域形成一定特色。

为了确保量表设计的测量内容能够反映企业创新架构的真实情况，本文在正式发放问卷之前

邀请组织理论领域的专家和部分企业管理者对问卷的各个题项进行评估与修改，并在校内

EMBA班开展了预调研，确保各个题项能够反映研究假设设定的潜变量。为了确保问卷数据有

效性和可靠性，本文删除了规律性作答的问卷，并在问卷中设置了“您对公司研发部门的了解

程度为多少”题项，删除选择“基本不了解”以及“不是很了解”的作答问卷，最终得到340份有效

问卷数据，有效回收率为63.4%。此外，为了排除样本选择性偏差的影响，对线上与线下收集问

卷（156份和184份）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两类问卷在企业规模、年龄、所属行业等方面

不存在显著差异。样本企业特征如下：电子通信行业企业占10.9%，软件服务行业企业占

10.3%，生物医药行业企业占12.6%，机械制造行业企业占13.2%，新能源技术行业企业占

13.5%，高技术服务行业企业占11.8%，新材料行业企业占11.5%，其他行业企业占16.2%。企业

规模25—50人占9.7%，51—200人占27.9%，201—500人占25.6%，501—1 000人占26.5%，1 000
人以上占10.3%；企业位于中国东部占50.6%，中部占11.5%，西部占37.9%。

（二）变量测量

本文各变量测量均采用国内外成熟量表，量表题项均采用Likert 5点量表（1=完全不符合；

5=完全符合）予以测量，对每个变量的题项采用取平均值的方式来反映最终取值。创新架构模

块化借鉴Tiwana（2008）发展的量表，并根据本文研究的创新架构情境对题项进行适当修订。该

测量方式在王鹏程等（2021）的研究中得到验证，包括耦合程度，界面接口、系统模块化、依赖关

系、定制化、单元独立性6个题项，示例题项有“研发系统根据功能不同将产品/服务细分为很多

子部门或团队”，“各研发子部门之间工作相互独立，协调较少”。组织内部学习、外部学习分别

采用Alegre和Chiva（2008）修订的组织学习能力量表中的外部互动与决策参与维度，该测量方

式在梁阜等（2021）的研究中得到验证，共计6个题项，示例题项有“收集、整理、反馈企业外部相

关信息是我们的工作内容之一”。在此基础上，借鉴王凤彬等（2012）开发的1-|IL－EL|/
(IL+EL)公式测量内外部学习平衡，其中IL表示内部学习，EL表示外部学习，该研究变量从0到
1表示从不平衡趋于平衡。知识场活性借鉴Senoo等（2007）开发的4题项量表，该测量方式在姜

骞等（2017）、金珺等（2020）的研究中得到验证，示例题项有“与合作伙伴能够有效进行沟通和

信息交流”。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借鉴Soetanto和Jack等（2018）开发的6题项量表，该测量

方式在冯文娜和陈晗（2022）的研究中得到验证，探索式创新的示例题项有“企业不断尝试开发

全新的产品”，利用式创新的示例题项有“企业尝试增加和改进现有产品的功能”。在此基础上，

借鉴李瑞雪等（2022）的方法，使用ICO=（IB）×0.5+（IC/5）×0.5公式测量双元创新协同性（ICO），

其中IB表示双元创新平衡性，由5减去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差值的绝对值测量；IC表示双

元创新互补性，由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乘积测量。由于双元创新平衡性和双元创新互补性

的量纲不一致因此需要对两者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即对双元创新互补性的数值除以5作为该维

度的测量值。此外，本文选取企业规模、企业年龄、企业所处行业、企业所属地区4个企业层面变

量作为控制变量。

（三）信度和效度

为了排除研究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本文通过Harman单因子检验方法，对量表

中所有变量进行因子分析，根据未旋转的第一主成分对总体变异的解释程度进行判断，结果显
 

40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5卷第11期）



示第一因子载荷量为29.919%，低于建议的40%标准，其他因子的载荷量在5.214%—13.647%，

因此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进一步地，本文对所有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选取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因子载荷分析，使

用Cronbach’s α系数测试各变量内部的一致性与可靠性。根据表1结果可知，各变量的

Cronbach's α值在0.874—0.911，均超过经验标准0.7，说明本文选用的量表信度较高。其次，通过

计算各个变量因子载荷、组合信度（CR）以及平均萃取方差（AVE）检验聚合效度，结果显示各

变量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5，AVE值均大于0.5，CR值均大于0.7，说明本文选用的量表聚合效度

较高。最后，本文运用AMOS 22结构方程进行变量间区分效度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比较结果

可知，五因子模型在各模型中的拟合度最好，其中RMSEA=0.055，小于经验标准0.1；
GFI=0.901，CFI=0.958，NFI=0.921，大于经验标准0.9，因此本文选取的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

分效度。
 

表 1    信度与聚合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测量指标 因子载荷 CR值 AVE Cronbach’s α系数 KMO

创新架构模块化（AM）

AM1 0.694

0.874 0.537 0.874 0.862

AM2 0.769
AM3 0.743
AM4 0.766
AM5 0.713
AM6 0.868

内部学习（IL）
IL1 0.886

0.893 0.736 0.891 0.743IL2 0.817
IL3 0.906

外部学习（EL）
EL1 0.756

0.890 0.732 0.887 0.726EL2 0.897
EL3 0.843

知识场活性（KA）

KA1 0.878

0.902 0.697 0.901 0.845
KA2 0.860
KA3 0.753
KA4 0.923

利用式创新（EI）
EI1 0.864

0.907 0.765 0.905 0.741EI2 0.834
EI3 0.886

探索式创新（YI）
YI1 0.873

0.858 0.672 0.911 0.759YI2 0.879
YI3 0.694

 
 

 
表 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 df Δχ2(df) RMSEA GFI CFI NFI
五因子模型 395.279 194 2.038 0.055 0.901 0.958 0.921
四因子模型 1 064.069 199 5.347 0.104 0.756 0.819 0.788
三因子模型 1 589.449 203 7.830 0.142 0.686 0.710 0.683
二因子模型 2 427.294 206 11.783 0.178 0.555 0.535 0.516
单因子模型 3 057.744 208 14.701 0.201 0.508 0.404 0.390

　　注：五因子模型：创新架构模块化、内部学习、外部学习、知识场活性、双元创新协同性；四因子模型：
创新架构模块化、内部学习+外部学习、知识场活性、双元创新协同性；三因子模型：创新架构模块化+知
识场活性、内部学习+外部学习、双元创新协同性；二因子模型：创新架构模块化+知识场活性、内部学
习+外部学习+双元创新协同性；单因子模型：创新架构模块化+内部学习+外部学习+知识场活性+双元
创新协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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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回归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3列示了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Person相关系数，可以看出创新架构模块化与双元

创新协同性表现为显著正相关关系（r=0.304，p<0.01）。内部学习与外部学习具有中度相关关系

（r=0.303，p<0.01），这一结果与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基本吻合，为研究假设检验提供了初步支

持。此外，变量之间Person相关系数均未超过临界值0.7，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

问题。
 

表 3    研究变量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1.创新架构模块化 3.69 0.539 1

2.内部学习 4.16 0.877 0.083 1
3.外部学习 4.15 0.759 0.261*** 0.303*** 1
4.知识场活性 3.57 0.482 0.235*** 0.123** 0.099 1

5.双元创新协同性 3.48 0.572 0.304*** 0.147*** 0.304*** 0.530** 1
　　注：*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控制变量未在此表中列出。
 
 

（二）层次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检验各理论假设，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根据M1，在控制了企

业特征的基础上，创新架构模块化对双元创新协同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315, p<0.01），假
设H1得到验证。M2和M4检验了内外部学习平衡的中介作用，M4结果显示创新架构模块化对

内外部学习平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53, p<0.01），M2结果显示在创新架构模块化基础上，

内外部学习平衡对双元创新协同性具有显著影响（β=0.188, p<0.01），且创新架构模块化对双

元创新协同性仍保持显著影响（β=0.267, p<0.01）。这表明内外部学习平衡在创新架构模块化

与双元创新协同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2得到验证。M3和M5检验了知识场活性的中介

作用，M5结果显示创新架构模块化显著正向影响知识场活性（β=0.223, p<0.01），M3结果显示

在创新架构模块化基础上，知识场活性对双元创新协同性具有显著影响（β=0.366, p<0.01），此
时创新架构模块化对双元创新协同性的回归系数由0.315下降为0.233，但依然保持在1%水平

显著，表明知识场活性在创新架构模块化与双元创新协同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3得
到验证。
 

表 4    创新架构模块化对双元创新协同性的回归结果

变量
双元创新协同性 内外部学习平衡 知识场活性

M1 M2 M3 M4 M5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0.042（0.82） 0.036（0.70） 0.016（0.33） 0.035（0.66） 0.071（1.36）
企业年龄 0.073（1.42） 0.061（1.21） 0.028（0.57） 0.061（1.16） 0.123**（2.35）

企业所处地区 0.137***（2.66） 0.114**（2.25） 0.094*（1.96） 0.119**（2.27） 0.117**（2.22）
企业所属行业 0.020（0.39） 0.028（0.56） 0.038（0.80） −0.044（−0.84） −0.049（−0.94）

自变量
创新架构模块化 0.315***（6.13) 0.267***（5.12) 0.233***（4.76) 0.253***（4.81） 0.223***（4.25）
内外部学习平衡 0.188***（3.58)

知识场活性 0.366***（7.36）
R2 0.132 0.164 0.132 0.091 0.092
F 10.174 10.924 10.174 6.677 6.785

　　注：*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括号内为t值，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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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内外部学习平衡与知识场活性的链式中介作用，本文采用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
方法予以检验，选择95%置信水平并重复抽样3 000次，结果如表5所示。就总直接效应与总间

接效应来看，创新架构模块化对双元创新协同性的总效应值0.332，95%的置信区间为[0.223，0.444]。
创新架构模块化对双元创新协同性总直接效应的效应值为0.214，95%的置信区间为[0.110，
0.321]，不包含零值，表明直接效应显著。创新架构模块化对双元创新协同性总间接效应的效

应值为0.118，95%的置信区间为[0.066，0.189]，不包含零值，表明二者间存在间接效应。就作用

路径来看，内外部学习平衡以及知识场活性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分别为[0.008，0.075]与
[0.026，0.113]，均不包含零值。“创新架构模块化→内外部学习平衡→知识场活性→双元创新

协同性”的中介效应值为0.021，95%的置信区间为[0.009，0.444]，不包含零值，因此内外部学习

平衡与知识场活性在创新架构模块化与双元创新协同性的关系中存在链式中介作用，假设

H4得到验证。
 

表 5    基于Bootstrap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作用路径 效应值 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总效应 0.332 0.057 0.223 0.444
总直接效应 0.214 0.054 0.110 0.321
总间接效应 0.118 0.031 0.066 0.189

创新架构模块化→内外部学习平衡→双元创新协同性 0.034 0.017 0.008 0.075
创新架构模块化→知识场活性→双元创新协同性 0.062 0.022 0.026 0.113

创新架构模块化→内外部学习平衡→知识场活性→双元创新协同性 0.021 0.008 0.009 0.044
 
 

（三）稳健性检验

为保持前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以下检验。首先，本文将解释变量创新架构模

块化按中位数3.667划分为高、低两组，在前文理论模型不变的情况下，使用虚拟变量进行回归

分析。其次，参考De Blok等（2014）、杨瑾和王雪娇等（2019）的研究，本文替换了创新架构模块

化的测量方法，删除了界面接口、系统模块化、依赖关系维度的题项，使用剩余的3题项测量创

新架构模块化并重新回归。最后，考虑到中介效应的估计系数通常难以满足正态分布假设，这

可能造成层次回归中的变量系数存在偏误，因此本文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
方法再次予以检验①。上述稳健性检验中各回归系数的符号与显著性水平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因此前文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此外，本文采用已有成熟量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测量误差导致的内生性，但主效应检

验结果依然面临反向因果以及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就反向因果问题而言，虽然前文回归结果表

明创新架构模块化对双元创新协同性具有正向影响，但也存在同时开展双元创新的科创企业

根据自身需求而采用模块化创新架构的可能，因此本文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以
排除反向因果问题。本文以同行业企业的创新架构模块化均值作为工具变量，其依据是同一行

业的科创企业面临较相似的创新环境，因而其创新架构的设计逻辑具有一定相似性，而其他企

业的创新架构对样本企业双元创新协同性没有直接影响，即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排他性

原则。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实证检验如表6所示。M1呈现了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创新架构模块

化的行业均值保持显著（β=0.961，p<0.01）。M2中创新架构模块化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为

2.285，因此在缓解了反向因果问题的条件下，创新架构模块化对双元创新协同性仍保持正向

影响。就样本选择偏差问题而言，本文采用电子问卷和现场收集两种方式获取研究数据，这与

①篇幅所限，稳健性检验结果略，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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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条件下的随机抽样难以完全一致，因此本文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样本选择偏差问

题予以检验。在M3第一阶段选择模型中，以上述创新架构模块化虚拟变量为被解释变量，将创

新架构模块化的行业均值作为工具变量，计算得到逆米尔斯比率。在M4第二阶段回归中，将逆

米尔斯比率作为控制变量加入，结果显示逆米尔斯比率并不显著（β=0.192，p>0.10），说明研究

样本不存在严重的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并且创新架构模块化的系数依然保持显著（β=0.324，
p<0.01），这表明核心研究假设依然成立。
 

表 6    主效应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IV−2SLS模型 Heckman两阶段

创新架构模块化 双元创新协同性 创新架构模块化 双元创新协同性
M1 M2 M3 M4

企业规模 0.029（1.26） −0.051（−0.91） 0.073（1.22） 0.031（1.13）
企业年龄 −0.017（−0.58） 0.072（1.11） −0.035（−0.49） 0.037（1.26）

企业所处地区 0.004（0.07） −0.020（−0.18） 0.083（0.69） 0.142***（2.64）
企业所属行业 0.001（0.09） 0.006（0.24） 0.042（1.38） 0.009（0.71）

创新架构模块化的行业均值 0.961***（3.00） 2.163**（2.43）
逆米尔斯比率 0.192（0.83）

创新架构模块化 2.285***（3.07） 0.324***（5.53）
R2 /Pseudo R2 0.034 0.089 0.030 0.134
F/Wald chi2 3.857 3.335 12.801 7.910

 
 

五、  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党的二十大继续强调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在

此背景下，科创企业如何设计创新架构以提升双元创新协同性，是学术界和实践界面临的重要

议题。本文通过对创新架构领域以及模块化领域文献的梳理和归纳，利用科创企业的抽样调研

数据，从知识管理视角探究了创新架构模块化对科创企业双元创新协同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

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创新架构的模块化设计将为科创企业研发系统带来平衡性与互补性

优势，其不仅将复杂嵌套的研发系统分解为各子单元独立运行的松耦合系统，降低了探索式创

新与利用式创新之间的相互干扰，也能够依靠交互界面为不同子单元开展相应的创新活动提

供异质性知识资源，因此创新架构模块化能够有效提升科创企业的双元创新协同性。其次，从

知识管理视角出发，创新架构模块化作为知识在子单元之间的可见性分配，为探索式创新与利

用式创新提供了独立知识空间。这一架构设计在推动各个子单元开展外部学习的同时，也能够

以交互界面促进子单元之间的内部学习，由此兼顾具有相反张力的组织内外部学习过程，进而

提升科创企业双元创新协同性。进一步地，内外学习平衡一方面激发了子单元内部的知识挖掘

与利用，推动领域内的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交替转换，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子单元之间的知识

流动，由此提高研发系统内部的知识场活性，为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达成协同性提供所需

的显性化知识资源。综上所述，创新架构模块化将通过促进内外部学习平衡，进而增强知识场

活性以提升科创企业双元创新协同性。

（二）理论贡献

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本文将创新架构的模块化设计纳入科创企

业双元创新研究框架中，延伸了创新架构研究的理论边界。虽然以往研究从战略制度（徐宁等，

2019）、动态能力（Limaj和Bernroider，2019）、资源配置（Wang和Zatzick，2019）等角度探讨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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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企业如何实现双元创新协同性的问题，但由于创新架构难以被观察和测量，创新架构在企业

整合双元创新中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关注（于茂荐，2021）。为此，本文将创新架构模块化与双

元创新协同性相结合，这不仅对创新架构模块化的后效影响研究予以有效补充，有助于推动学

术界对科创企业情境下创新架构的讨论，也从创新架构视角深化了当前创新管理理论对实现

双元创新协同的解读。

其次，本文从知识管理视角探究科创企业创新架构模块化对双元创新协同性的影响作用，

深化了对创新架构模块化与双元创新之间关系的理论认识。虽然现有文献在理论层面讨论了

创新架构的设计规则与运行机制（O’Reilly和Tushman，2013；Klessova等，2020），但相关研究成

果大多数局限于资源基础观和动态能力视角，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创新本质上是组织根据自身

知识基础搜索和获取外部知识，并通过内外部知识整合以形成创新成果的过程（于飞等，

2021）。本文从知识管理视角探讨创新架构模块化对双元创新协同性的影响作用，从而响应了

王鹏程等（2021）有关从新的理论视角探究组织模块化的呼吁，推动创新架构研究向深度情境

化方向发展。

最后，本文揭示了创新架构模块化对科创企业双元创新协同性的影响路径，从深层次揭示

了科创企业创新架构模块化推动创新的动力来源。本文在对创新架构模块化与双元创新协同

性关系的讨论中引入了内外部学习平衡与知识场活性，并以二者链式中介作用为创新架构模

块化驱动双元创新提供了清晰的参考路径。这不仅能够揭示创新架构模块化对双元创新协同

性影响的“黑箱”，也为创新架构模块化对组织结果的影响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三）实践启示

本文对科创企业创新管理实践也具有一定启示。首先，创新架构模块化为科创企业同时开

展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科创企业管理者可以借鉴模块化思想设计

创新架构，如针对不同类型的创新活动设置相对独立的子部门或团队，并根据特定创新活动需

求而采取不同的创新管理模式。由此，创新架构将通过“模块化解构”激发各个子单元在相对独

立的空间内分别开展不同创新活动，并依靠“模块化集结”实现知识流与资源流在研发系统全

局和子单元之间的快速交互，从而推动科创企业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的均衡发展。其次，

内外部学习平衡是创新架构模块化实现双元创新有序并行的重要机制。科创企业在模块化创

新架构的基础上，需要对内部学习与外部学习予以等同关注和重视，推动各个子单元依据自身

状况和创新活动需求而选择对应的学习策略，避免企业因单一强调内部学习而陷入能力陷阱，

或过度关注外部学习而陷入创新陷阱。最后，科创企业在设计模块化创新架构的过程中，还要

注重提升组织知识场活性。本文研究发现，创新架构模块化驱动双元创新需要在内外部学习平

衡基础上提升知识场活性，因此科创企业应当加强创新架构内部的知识交流，要确保在创新架

构的子单元内部，尤其是子单元之间知识交流的有效性，使组织既能利用知识场推动内外知识

整合，又能为知识场补充外部异质性知识，从而为双元创新协同性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

（四）局限与展望

虽然本文在科创企业创新架构方面具有一定贡献，但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本文仅讨论

了创新架构模块化对双元创新协同性的影响，但未能对架构中的交互界面展开进一步探讨。最

近研究则发现，模块化架构中的交互界面呈现出异质性特征，如交织式界面（Garud等，2013）、
人工响应式界面（王凤彬等，2019）等，未来研究可以结合模块化最新文献，进一步考察科创企

业创新架构的交互界面对双元创新协同性的影响。其次，科创企业通常处于行业技术快速迭代

的创新情境，需要依据创新情境变化与创新活动特征而适时演进创新架构（Tuna等，2019）。但
本文调查数据为截面数据，无法准确描述科创企业在创新架构方面的动态属性，未来研究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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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过程视角对科创企业创新架构进行更细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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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positive or negative impact, and the explanation of the mechanism is not sufficient.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theory, this paper introduces internal and external learning
balance and knowledge field activity as mediating variables, constructs a chain mediating model of
“innovation  architecture  modularization–internal  and  external  learning  balance–knowledge  field
activity–dual  innovation synergy”,  and conducts empirical  testing to reveal  the impact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innovation architecture modularization on dual innovation synergy.

Taking 340 sci-tech innovation enterprises （STIEs） as research objects, this paper finds that: First,
innovation architecture modulariza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dual innovation synergy of STIEs,
and the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Second, innovation architecture
modularization enhances the dual innovation synergy of STIEs by promot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learning balance and enhancing knowledge field activity. Third, innovation architecture modularization
enhances knowledge field activity by promoting a balance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learning,
thereby enhancing the dual innovation synergy of STIEs.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the following insights are drawn: First, innovation architecture
modularization provides an effective path for STIEs to achieve dual innovation synergy. Second, on the
basis of modular innovation architecture, STIEs need to pay equal attention and importance to internal
and external learning, and promote each subunit to choose corresponding learning strategies based
on their own needs. Third, STIEs should strengthen knowledge exchange within their innovation
architecture, ensu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knowledge exchange within and between subunits, and
providing the necessary knowledge foundation for dual innovation synergy.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it brings innovation architecture into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enterprise dual innovation, and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innovation architecture
modularization on the dual innovation synergy of STIEs, extending the theoretical boundary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research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architecture research in
the direction of in-depth context. Second, it explains the mechanism by which innovation architecture
modularization affects dual innovation syner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theory,
deepening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innovation architecture modularization. Third, it establishes a
logical bridge between innovation architecture modularization and dual innovation synergy through the
balanc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learning and knowledge field activity, which helps to open up the “black
box” of the mechanism that innovation architecture affects dual innovation.

Key words: innovation  architecture; modularization; dual  innovation  synergy; internal  and
external learning balance; knowledge field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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